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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个体主动性行为“利与弊”* 

李玲玲 1  黄  桂 2,3 

(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郑州 451191)  

(2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3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管理学院, 广州 510520) 

摘  要  个体主动性行为是组织中个体主动做出的面向未来和面向变革的工作行为, 近年来成为组织行为研

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 (1)在研究主题上, 多数研究发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可以带来正向结果, 

个别学者也注意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的代价; (2)在分析视角上, 主要包括个体主动性行为对个体层面和组织

情境层面的正向与负向影响; (3)在理论机制上, 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利弊”效应可用优势互补理论、自我决定理

论和归因理论来解释。未来研究可着重进行以下理论整合: (1)从个体主动性行为类型出发, 基于智慧主动性的

视角揭示其内在机制; (2)从主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特征两面性的视角, 实证探讨其背后机理; (3)从主动性行

为主客体特征的发展视角进行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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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组织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 变革的步

伐逐步加快, 员工需要改变以往被动、短期、静

态的行为模式 (赵欣  等 ,  2011), 发挥其主动性

(e.g., Campbell, 2000), 自下而上的推动组织变革

(Grant & Ashford, 2008)。由此, 个体的主动性已

成为组织成功越来越重要的决定因素(Frese et al., 

1997)。Parker 等(2010)认为 : 个体主动性行为

(proactive behavior)是指采取掌控措施以“使事情

发生” (making things happen), 而不是“观望事情

发生” (watching things happen), 涉及个体有抱负

并努力改善环境或改变自我的行为。不仅包括掌

控 ( t a k i n g  c h a rg e )、建言 ( v o i c e )、个体创新

( indiv idual  innovat ion)和问题防范 (problem 

prevention)等积极主动的工作角色行为, 还包括 

反馈寻求(feedback inquiry)、反馈监控(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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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工作角色协商(Job change negotiation)

和职业主动性(career initiative)等人与环境适应行

为, 以及战略审视(strategic scanning)、上谏意愿

(issue selling willingness) 和 上 谏 可 信 度 (issue 

selling credibility)等积极主动的战略行为(Parker 

& Collins, 2010)。它们都具有自我启动、面向未

来和面向变革的特征, 只是所追求的目标各不相

同(Bindl & Parker, 2009)。为此, 大多数研究认为

个体主动性行为对组织长期发展有利(e.g., Grant 

et al., 2009)。 

20世纪 70年代, 工业心理学开始关注员工为

了完成工作而主动调整工作结构, 以及工作自主

性对个体主动性行为激发 (Hackman & Oldham, 

1976)方面的研究, 而后, 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决定

因素和形成机制一直被研究所关注。而个体主动

性行为的结果或由个体主动性行为带来多重影响

的研究, 近年来方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研究发

现, 个体主动性行为可以带来正向结果, 如创新

(Seibert et al., 2001)、绩效(Pitt et al., 2002)、工作

满意度(Ashforth et al., 2007)等。但个体主动性行

为总是积极的吗？有少量学者注意到个体主动性

行为的负向结果, 如遭致领导(Bateman & Crant, 

1993)或同事(Van Dyne & Ellis, 2004)的负面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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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个体主动性行为结果相关综述研究汇总 

作者(年份) 结果效应 

Crant (2000) 高工作绩效、职业成功、工作态度、个人控制感和角色清晰。 

Bindl 和 Parker (2010) 
 

个体水平结果(如更高的收入、满意度与绩效评价)、团队水平结果(如团队学习和团队绩效)

和组织水平结果(如公司财务业绩)。 

Chia 和 Sharon (2013) 工作表现、职业成功和主观满意度。 

Parker 等(2019) 
 

明确了影响个体主动性行为对结果的三类因素——不同形式的主动性行为、主动性行为个体

特征、情境的各个方面。 

蒋琳锋和袁登华(2009) 提高个体表现和组织绩效。 

胡青等(2011) 
 

个体结果(如绩效、职业发展、心理健康、认同感等); 团体结果(团体工作满意感、总体组织

承诺、团队承诺等); 组织结果(组织绩效等)。 

资料来源: 本文作者整理 

 
引发任务冲突(Spychala & Sonnentag, 2011), 及引

起后续更低水平的个体主动性行为(Ouyang et al., 

2016)等。 

总体而言, 探究个体主动性行为正向与负向

结果的研究已成为主动性行为领域的新兴热点。

现有的研究综述主要从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梳

理个体主动性行为的结果效应及影响结果效应的

因素(如表 1)。其实, 个体主动性行为究竟会产生

正向结果还是负向结果, 固然取决于主动性行为

者个体的动机及其客观效果, 但更是一种权变的

结果, 即主动性行为面对的是特定的组织、领导

与同事, 因此, 主动性行为主观效果与客观效果

既取决于行为者个体利己或利他的动机, 同时也

取决于主动性行为与其所处的组织情境是否匹配; 

以及领导与同事对个体主动性行为及其动机的感

知与评价。鉴于此, 本研究从主动性行为类型, 主

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特征, 以及组织情境特征三

个方面探究主动性行为“利弊”效应的内在规律 , 

形成整合的理论机制, 以期进一步发挥个体主动

性行为“利”的一面 , 规避其“弊”的一面 , 尤其是

主观因素对之的干扰, 完善主动性行为的研究框

架, 深化对主动性行为作用效果的规律性认识。 

2  个体主动性行为利弊效应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学界开始关注组织

中个体主动性行为的积极影响。从研究层次视角

看, 个体主动性行为不仅影响行为者本身, 也会

影响其所处的组织情境。其中, 从个体角度来看, 

主动性行为的个体通过不断尝试新的改进工作流

程的方法, 参与更多的信息交流, 增加了工作的

挑战性和丰富性, 促进个体的学习和社会化, 提

升个体对工作的控制感、自我决定感和自我效能

感, 并提升个体的创造力、绩效、工作投入和满

意度, 最终获得更高的收入、职业成功和能力提

升 ; 从组织情境角度来看 , 主动性行为的个体 , 

能够建立积极的关系和人际网络, 并主动实施有

利于组织变革、组织决策和组织绩效等行为, 进

而对个体所处的组织情境带来有益的影响。 

同时期, 也有少数研究关注到个体主动性行

为带来的负向结果。从个体角度来看, 个体主动

性行为会带来资源消耗, 从而产生工作压力, 也会

导致易怒、工作反刍和退出行为, 持续的个体主

动性行为在未获得恢复的情况下, 会产生工作–生

活的冲突和情绪耗竭, 进而影响职业幸福感以及

后续的主动性行为, 不仅如此, 个体主动性行为

也会因挑战领导和同事工作, 从而遭到领导和同

事的负面评价和反馈; 从组织情境角度来看, 个

体主动性行为因导致领导–成员或团队–成员关系

紧张, 最终将降低组织效能。下面则分别阐述之。 

2.1  个体主动性行为正面效应(利) 

2.1.1  对个体的有益影响 

个体主动性行为有助于个体表现出积极的态

度和行为, 赢得领导的积极评价, 并最终带来个

体收入的增加、职业成功和能力的提升。 

正向预测个体积极态度。个体积极态度主要

涉及对工作、职业和生活的积极态度。根据前景

理论(prospect theory)的一项研究发现, 建言行为

本身会增强个体对于组织公平的感知(Hunton et 

al., 1998)。随后的研究陆续发现, 主动性行为的员

工对工作、职业或生活有更高的满意度(e.g., Sei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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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1), 也有着更高的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满

意度(Ashforth et al., 2007)。对于新员工而言, 主

动性行为还会正向预测其幸福感(Cooper-Thomas 

et al., 2014)。 

正向预测个体积极行为。第一, 有利于提升

个体绩效和增加工作投入。员工的主动性行为可

以提升其工作绩效(Ashforth et al., 2007; Pitt et al., 

2002)。基于增量理论(incremental theory)的研究发

现, 自我负面反馈寻求使得个体能够明确需要改

进的地方, 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 从而正向影响

绩效(VandeWalle, 2003)。类似的研究也发现, 反

馈寻求行为与绩效存在积极关系 (Wu et al., 

2014)。同时, 个体主动性行为也可以增加其工作

投入, 不同研究者依据不同的理论, 得出一致的

结论, 如基于社会资源理论(socialization resources 

theory, Cooper-Thomas et al., 2014)与社会认知理

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Mallin et al., 2014)的研

究均发现主动性行为会增加员工的工作投入。 

第二, 有助于促进个体创新。主动性行为的个

体, 通过不断尝试新的改进工作流程的方法, 最终

将有益于个体创新(Seibert et al., 2001)。依据社会

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研究发现, 主

动性行为的员工参与更多的信息交流, 并因此与主

管和同事建立了更加牢固的信任关系, 反过来, 这

些信任关系增加了员工的创造力(Gong et al., 2012)。 

第三, 有益于个体的学习和社会化。多数研

究表明, 主动性行为的员工能够更加独立自主的

获得新知识(Fay & Frese, 2001), 更好的学习、社

会融合和角色创新(Ashforth et al., 2007), 进而更

好的进行社会化 (Cooper-Thomas et al., 2014; 

Nicholson, 1984)。 

赢得领导的积极评价。领导如何评价员工主

动性行为与行为者从主动性行为中获得的回报密

切相关(Grant & Ashford, 2008)。一方面, 领导对

个体主动性行为意图或效用的解释会影响领导的

评价。借鉴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的研究发

现, 当员工表现出强烈的亲社会价值观或当员工

表现出很少的厌恶情绪(Grant et al., 2009), 又或

是员工寻求反馈的动机是提升绩效时(Lam et al., 

2007), 领导很可能会将他们的主动性行为归因于

善意, 并会以更高的整体绩效评估来奖励他们。

另一方面, 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实施是否恰当也会

影响领导的评价。基于归因理论的研究发现, 员

工恰当的建言行为能够正向影响上级对其绩效评

价(Whiting et al., 2012)。基于个体主动性理论

(personal initiative theory)的研究发现, 社交机敏

的个体能够解释环境氛围中的主动暗示, 并认识

到展现主动性的机会, 在适当的情境中展现个体

主动性行为, 从而积极影响上级的绩效评价结果

(Wihler et al., 2014)。 

个体获得丰厚的奖赏。一方面, 具有主动性

行为的员工会获得更高的职业成功与薪水。高主

动性的失业人员(unemployed people)有着明确的

职业规划、更高的计划执行水平, 这将有助于他

们更快的找到工作(find a job faster) (Frese et al., 

1997)。当主动性行为员工的价值观与组织的价值

观相一致, 且当员工的工作技能满足其工作要求

时 , 他 们 也 会 获 得 更 大 的 职 业 成 功 (insrinsic 

career success) (Erdogan & Bauer, 2005)。同时, 他

们因表现出更高的生产力, 从而获得更多的奖励, 

有着更高的薪水(Van Dyne & Le Pine, 1998)。此外,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的研究进

一步发现, 在职业生涯初期, 积极寻求被指导和

接触同事的员工, 在两年后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

收入和更高的职位等级(Blickle et al., 2009)。另一

方面 , 主动性行为的员工会获得自身能力的提

升。早期研究发现, 主动性行为(Ashford & Black, 

1996)、建言行为(Hunton et al., 1998)能够增强个

体对工作的控制。基于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的

研究进一步发现, 主动性行为不仅增强了个体对

工作的控制力, 还可以使员工获得更具挑战性的

工作 (Frese & Fay, 2001)。基于群体动力理论

(group dynamics theory)的研究发现, 建言行为会

增加员工的自我效能感(段锦云 等, 2007)。 

2.1.2  对组织情境的有益影响 

个体在实施主动性行为的过程中, 会与领导

或同事保持联系, 在加强互动沟通的同时, 帮助

领导或同事完成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而改善领导

−成员关系、降低团队冲突、提升团队或组织绩效。

总之, 个体主动性行为一定程度上会对个体所处

的情境产生积极影响。 

赢得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多数研究

认为 , 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是给员工提

供 指 导 和 支 持 (sponsorship) 的 一 种 重 要 形 式

(Wayne et al., 1999), 会营造一种信任的氛围, 从

而促进员工的主动性行为(胡青 等, 2011)。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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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不是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引

发了员工的主动性行为, 事实正好相反, 员工的

主动性行为创造了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一方面 , 

积极主动的个体会主动采取措施与领导建立高质

量的关系。研究表明, 主动性的员工更有可能进

行有效的人际沟通, 从而产生有价值的信息或使

他们获得更有效的政治地位 (Thompson, 2005), 

他们为了获得与新出现的问题和机遇相关的信息, 

很可能与领导建立高质量的社会交流关系, 以便

更好地履行职责(Li et al., 2010)。另一方面, 积极

主动的个体因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而与上级

建立了高质量的关系。如 Lam 等(2007)认为具有

主动性行为的员工通过主动征询绩效信息, 能够

理清对工作角色的理解, 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任

务, 这有利于与上级建立高质量的交换关系。 

降低任务冲突。通常而言, 在工作过程中, 员工

以任务为出发点, 按规定完成任务(Frese & Fay, 

2001), 而任务一般是组织或主管设定的, 不是由员

工设定的(Hackman & Oldham, 1976)。从这个角度来

看, 仅完成个人的工作对团队其他成员来说可能是

中性的, 但超越单纯任务, 完成额外的任务和新

的任务则会对同事和主管的任务和工作流程产生

影响(Frese & Fay, 2001)。Spychala 和 Sonnentag 

(2011)进一步提出个体主动性行为并不一定是一

成不变的积极或消极, 而是与个体主动性行为的

不同类型有关 , 其中“问题防范导向的个体主动

性行为” (prevention-oriented initiative), 旨在防止

工作中障碍和压力源再次出现的自主行为, 虽然

超出了正式的工作描述, 但这种行为集中于解决

当前和未来的问题, 同事和主管很可能因其解决

问题而感谢主动采取防范措施的员工, 从而降低

了工作中的任务冲突(Bateman & Crant, 1999)。 

提升团队和组织效能。一方面, 当领导具有

低外向型特征时, 员工的主动性行为有助于提升

团队绩效(Grant et al., 2011); 另一方面, 积极主

动的员工倾向于采取和实施对组织的积极变革

(Bateman & Crant, 1993), 可降低组织约束 (Li 

et al., 2014)。所以, 员工的主动性行为与组织变革

(Rank et al., 2004)、组织绩效(Griffin et al., 2007)

正相关。具体的, 员工建言行为会提高组织决策

质量(Hunton et al., 1998)、组织创新绩效(梁建, 唐

京, 2009)等。此外, 小规模企业主(bussiness owner)

的主动性行为与创业成功(Lumpkin & Dess, 1996)

正相关。 

2.2  个体主动性行为负面效应(弊) 
2.2.1  对个体的消极影响 

引发个体的消极态度和行为。资源保存理论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有助于我们理解

个体主动性行为对其自身潜在的负面影响。员工

主动性行为包括改变并要求其他人适应, 这可能

会导致额外的工作, 消耗自身资源, 从而引起员

工在工作中的社会压力(Dormann & Zapf, 2004)。

尤其是外部激励的个体主动性行为可能会在更大

程度上损害员工的心理资源(Pingel et al., 2019)。

当员工受到高度控制, 而工作没有补偿性内在兴

趣(compensatory intrinsic interest)或认同(即低自

主动机)时 , 主动性行为可能会耗尽员工的资源 , 

从而产生工作压力(Strauss et al., 2017)。基于自我

损耗理论(ego depletion theory)的研究也发现, 当员

工工作动机不强时, 员工每天的主动性行为, 会产

生工作与生活冲突(work-life conflict) (Cangiano & 

Ouyang, 2017)。主动性行为也会因其是一种消耗

资源的行为 , 会导致易怒和与工作相关的反刍 , 

进而导致员工的退出行为(Pingel et al., 2019)。主

动性行为还会因获得了不恰当的信息反馈负向影

响员工绩效, 如自我正面反馈寻求与员工绩效负

相关, 因为, 以此获得的信息不会促进学习和提

高, 反而会导致自我满足(VandeWalle, 2003)。 

持续的主动性行为会影响个体后续的主动性

行为, 甚至会影响职业幸福感。基于自我调节资

源理论(self-regulatory resource theory)的研究发现, 

持续性的主动性行为会引起更高水平的疲劳, 从

而减少个体后续的主动性行为, 且受到“休息”的

调节 (Ouyang et al., 2016)。基于行为调节理论

(action regulation theory)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当个

体提高了主动性行为, 但没有被组织重视(即未感

知到组织支持), 消极情绪也会随之增加, 持续或

变化的主动性行为会引发个体情绪耗竭, 也会对

职业幸福感产生不利影响(Zacher et al., 2019)。 

遭到领导较低的绩效评价。由于人们倾向于

不喜欢变革, 因此, 员工的主动性行为并不总是

带来积极评价, 主管可能会给予行为者较低的绩效

评价(Bateman & Crant, 1993; Chan, 2006; Grant & 

Ashford, 2008; Grant et al., 2009)。首先, 领导可能

会经历一种“主动悖论”, 在这种悖论中 , 他们会

感 受 到 员 工 主 动 性 行 为 的 讨 好 企 图 (Bol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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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甚至威胁(Frese & Fay, 2001; Parker et al., 

2006; Pingel et al., 2019), 从而不会过高地评价员

工主动性行为。Fast 等(2014)发现, “自我效能感较

低”的领导更可能对员工的建言做出消极反应 , 

因为这种行为的挑战性会导致领导进入自我防御

状态, 如消极评价、不采纳建议等。其次, 领导可

能使用不同的标签来描述这种行为, 它们可能被

贴上不良的标签, 从而导致负面评价。领导会给

弱亲社会价值观、高度厌恶情绪(Grant et al., 2009)

和提升形象动机(Dahling et al., 2015)的员工贴上

“时机不当、执行不力或自私”的标签, 从而不太可

能给予这些员工积极的绩效评价。 

遭致同事的反感。由于个体主动性行为会挑

战角色界限, 引入新的、有时更令人精疲力竭的

任务执行方式, 对同事的任务和工作流程产生影

响(Grant et al., 2009), 然而周围的同事可能并不

喜欢去适应新的东西和被强迫放弃之前的习惯

(蒋琳锋, 袁登华, 2009), 从而引起同事的不满甚

至反感。较早的研究发现, 装配线上的主动性行

为通常是不受欢迎的, 因为装配线是基于标准化

的, 而个体主动性行为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

为的非标准化(Frese & Fay, 2001)。在非装配线组

织, 员工主动性行为的负面影响同样存在, 也会

遭致同事的负面反馈 (Chan, 2006; Van Dyne & 

Ellis, 2004), 甚 至 会 遭 遇 同 事 的 打 击 报 复

(Lapierre & Allen, 2006)。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积

极主动的员工有着较好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

相对较高工作绩效排名, 会滋生同事嫉妒(Parker 

et al., 2019), 嫉妒代表了一种不愉快和痛苦的向

上社会比较(Parrott & Smith, 1993)。Sun 等(2020)

运用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进行

的研究发现了主动性高的员工不仅容易被同事羡

慕嫉妒, 而且更少获得同事的帮助(helping)。 

2.2.2  对组织情境的不利影响 

如前所述, 个体主动性行为会威胁到同事, 从

而引发同事的反感甚至嫉妒, 不仅对主动性行为者

带来不利影响, 也会进一步引发冲突。而由此引发

的冲突最终会降低组织效能(Bolino et al., 2010)。相

关 研 究 有 ： “ 晋 升 导 向 的 个 体 主 动 性 行 为 ” 

(promotion-oriented initiative)旨在改善内部组织环

境, 员工往往会主动完成超出组织规定之外的任

务, 势必影响团队成员的工作任务, 使得员工与

同事和主管之间因角色界限和相关任务产生不同

看法, 从而增加任务冲突, 导致员工与同事和主

管之间的摩擦(Spychala & Sonnentag, 2011)。不仅

如此, 当领导具有高外向型特征时, 员工的主动

性行为反而会对团队绩效产生消极影响(Grant et 

al., 2011)。 

3  理论机制 

本研究关注的关键问题是, 个体主动性行为

为何既会产生正面效应, 又会产生负面效应, 这

涉及到理论机制问题。并非所有的研究文献都有

明确的理论依据, 且被用于解释个体主动性行为

正面效应的理论, 则很难用以解释个体主动性行

为的负面效应, 因此, 既能解释正面效应也能解

释负面效应的理论较少。目前来看, 优势互补理

论、自我决定理论及归因理论等可用于解释个体

主动性行为“利弊”效应。 

3.1  基于优势互补理论的解释 

优势互补理论 (dominance complementarity 

theory)认为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寻求平衡, 当一方

的主导性、独断性行为与另一方的顺从、被动行

为相匹配时 , 就可以实现有效的协调与互动

(Kiesler, 1983), 对于双方来讲, 既防止了冲突和

竞争 , 又促进了对共同目标的追求 (Wiltermuth, 

2009)。当缺乏互补性时, 个体往往会专注于争夺

位置, 从而分散了注意力和精力, 使其无法完成

任务(Smelser, 1961)。 

基于优势互补理论, 员工的主动性行为会对

具有低外向型特征的领导者起补充作用, 但会对

高外向型特征领导者构成挑战。所以, 当领导具

有低外向型特征时, 员工的主动性行为有助于提

升团队绩效; 当领导者更多地表现为外向型特征

时, 即员工和领导者都以一种更具支配性的方式

行事时, 员工的主动性行为对团队绩效产生消极

影响(Grant et al., 2011)。 

3.2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解释 

Campbell (2000)指出, 个体主动性行为是否

有效取决于领导者的判断。领导者对建设性变革

责任的感知 (felt responsibility for constructive 

change, FRCC)反映了个体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将有

意义的建设性变革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Morrison & 

Phelps, 1999)。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角度来看, 如果领导者本身并不偏爱变

革行为 , 会认为个体主动性行为“无用”, 跟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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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性行为对高 FRCC 领导者具有效用, 因为

这种行为有助于领导者履行其承担的实施建设性

变革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领导者可能会将跟

随者的主动性行为视为一种支持性行为, 认为其

对人际或组织是有益的(Fuller et al., 2015), 从而

使得受益的领导者会欢迎这种行为, 并对其进行

奖励(Grant & Ashford, 2008)。 

然而, 并非所有的领导者都认为建设性变革

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当领导者对建设性变革不

负责任时, 领导者不仅认为追随者的主动性行为

不可能帮助其履行承担的责任或长期目标, 更有

可能将追随者的主动性行为视为对其职责履行方

式的挑战和批评。所以, 低 FRCC 领导者不会奖

励跟随者的主动性行为, 因为他们认为主动性行

为几乎没有效用(Fuller et al., 2015), 从而可能导

致领导者对其的消极评价。 

3.3  基于归因理论的解释 

归因理论的一个核心前提是, 当事件偏离规

范和期望时 , 个体会寻求对这些偏离的解释

(Pyszczynski & Greenberg, 1981)。由于个体主动性

行为超出了最低要求, 并以意料之外的形式和情

况出现 , 它们常常偏离规范和领导者的期望

(Grant & Ashford, 2008)。Grant 等(2009)借鉴归因

理论的研究发现, 领导对这种偏离规范的员工主

动性行为进行解释时, 关注的是驱动员工主动性

行为的意图是否善意, 而员工的价值观和情感会

向领导者传递出他们潜在意图的信号, 从而影响

领导者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评价归因。具体来讲, 

当员工表现出强烈的亲社会价值观时, 领导者很

可能会将他们的主动性行为归因于善意, 并会以

更高的整体绩效评估来奖励他们, 反之, 当员工

表现出弱亲社会价值观时, 会遭致领导的较低评

价; 当员工表现出很少的厌恶情绪时, 领导者可

能会推断员工愿意采取主动性行为, 并有使情况

好转的建设性意图, 从而获得领导者较高的绩效

评价 , 反之 , 当员工表现出高度厌恶情绪时 , 可

能会被解释为“抱怨”和“批评”, 这会导致领导者

将其主动性行为归因于“不良态度”, 从而引致领

导者较低的绩效评价。 

3.4  理论机制的整合框架 

尽管个体主动性行为正负面效应已引起了学

者的关注 , 并对其原理做出了初步的研究尝试 , 

但仍缺乏整合。如优势互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

和归因理论等, 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释了领导者

或员工的不同特征对个体主动性行为结果的正负

向影响。其实, 正如“一枚硬币有着正反两面”一样, 

影响个体主动性行为结果的三类因素, 即不同形

式的个体主动性行为、主动性行为的个体特征及

情境的各个方面(Parker et al., 2019), 也有着内在

的两面性。它们恰恰涵盖了前面三种理论(即优势

互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归因理论)所解释的领

导者或员工特征两面性的内容, 相对而言涉及更

为全面, 可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个体主动性行为利

弊结果的内在机制。所以, 本研究基于“影响个体

主动性行为结果因素的两面性特征”视角 , 试图

从主动性行为类型、主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特征及

组织情境三个方面对理论机制进行整合(如图 1 所示)。 

整合机制一: 个体主动性行为自身的不同类

型会影响个体主动性行为产生不同的结果。

Griffin 等(2007)认为专注于单个任务和专注于团

队成员或组织成员的主动性不同; Wu 等(2018)根

据个体主动性行为的不同导向 , 提到了“职业导

向的个体主动性行为”和“工作单位导向的个体主

动性行为”。还有研究认为个体主动性行为的目的

是不同的, 涉及增强自我发展的主动性(Porath & 

Bateman, 2006)和组织成功的主动性(Belschak & 

Den Hartog, 2010)。总之, 现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了

个体主动性行为的不同分类, 并认为通过对个体

主动性行为类型的研究, 有利于更好的认识个体

主动性行为的结果效应 , 包括与工作相关的态

度、离职意向或员工的身心健康等 (Spychala & 

Sonnentag, 2011), 以及领导或同事对其的评价 , 

进而影响领导–成员和团队–成员关系(Bateman & 

Crant, 1999)。这已被研究所证实, 如“自我负面反

馈寻求”因会促进个体学习, 而“自我正面反馈寻

求”会导致自我满足, 分别与绩效有着正、负相关

的截然相反关系(VandeWalle, 2003)。所以, 个体

主动性行为利弊结果背后机制与个体主动性行为

类型有关。 

整合机制二: 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利弊结果也

与主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特征的两面性有关。其

中, 观察者主要涉及领导者和同事。主动性行为

者和观察者个体特征涉及能力、态度、价值观、

人格特质、内部动机等个性心理特征, 以及认知

加工、情绪情感等心理感知过程, 这些反映个体

差异的个体特征具有两面性, 会影响观察者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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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个体主动性行为利弊内在机制整合模型 
注: 行为者的特征既包含行为者的客观特征也包括观察者感知的特征。 

资料来源: 本文作者整理。 

 

体主动性行为的评价、行为者个体及其团队绩效

等。例如, 就主动性行为者特征而言, 员工较少的

厌恶情绪和较多的厌恶情绪、较强与较弱的亲社

会价值观(Grant et al., 2009), 以及员工以提升绩

效为动机和以提升形象为动机 (Dahling et al., 

2015)分别会得到领导者的好评与差评, 且个体以

问题防范为动机和以晋升为动机分别会对领导 /

团队–成员关系造成正向与负向两种截然不同的

影响(Spychala & Sonnentag, 2011)。关于个体主动

性行为观察者特征方面 , 有研究发现, 无论员工

的主动性行为是出于“亲社会的动机”还是“利己的

动机”, 最终的评价结果取决于观察者的价值观 , 

即观察者认为什么最为重要(Frese & Fay, 2001)。一

些学者也呼吁, 应研究领导者特征(characteristics)

在个体主动性行为与绩效评价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e.g., Bindl & Parker, 2010; Grant et al., 2009)。随

后, 相关研究也证实, 具有高和低外向型特征的

领导者在员工的主动性行为对团队绩效影响中分

别起负向和正向作用(Grant et al., 2011); 高和低

建设性变革责任感的领导者会分别觉得个体主动

性行为“有用”和“无用”, 并分别做出较高和较低的

评价(Fuller et al., 2015)。所以, 个体主动性行为利

弊结果背后机制与个体主动性行为主体特征有关。 

整合机制三: 从组织情境因素来看, 个体主

动性行为的利弊结果还与个体所处组织情境特征

的两面性有关。这些组织情境因素主要涉及工作

和团队自主性、公平或创新氛围、阻碍性或挑战

性压力源、感知到的组织支持等 (Parker et al., 

2019)。例如, 当工作自主性高时, 主动性行为(如

反馈寻求行为等)与绩效结果的正向关系更强, 因

为此情境为个体提供了利用主动性行为获得信息

的自由; 反之 , 当工作自主性低时 , 主动性行为

与绩效结果的正向关系更弱(Kim, et al., 2009)。在

高度制度化策略(institutionalized tactics)的情境中, 

新员工的主动性行为显得没那么必要, 因制度化

策略已为员工提供了可遵循的详细工作流程, 所

以其主动性行为对其社会化无帮助; 在采取个性

化策略(individualized tactics)的情境中, 角色界定

和工作期望要求不太清晰, 新员工需要通过主动

性行为来降低不确定性。所以, 个体主动性行为

利弊结果背后机制与组织情境特征有关。 

总之, 本研究透过矛盾的两面性视角透视主

动性行为, 无论是主动性行为的正向结果还是负

向结果, 在组织中都是一种常态表现, 影响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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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为结果的因素, 涉及主动性行为类型、主动

性行为者和观察者及组织情境三个方面, 这些影

响因素自身特征的两面性揭示了个体主动性行为

“利弊”效应的内在机制。从长期来看, 矛盾双方可

以部分或有条件的相互转化, 站在组织管理的视

角去理解如何应对个体主动性行为内在的二元矛

盾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也应纳入理论框架中。 

4  未来研究展望 

近年来, 个体主动性行为结果效应引发了学

界的特别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正

负向效应相继被揭示, 但作为一种新范式, 其背

后的内在机制亟待未来的研究探讨。未来研究可

进一步从影响个体主动性行为结果因素的双面效

应方面进行静态研究, 揭示影响个体主动性行为

正负向结果的内在机制, 这与个体主动性行为客

体因素、主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主体因素及组织

情境特征的两面性紧密相关。同时, 我们不应拘

泥于某一时间点来探讨其中的矛盾, 要从事物发

展的全过程来考察矛盾的形成过程 (吕力  等 , 

2011)。个体动机、归因和情绪等不断影响个体主

动性行为的全过程, 并可能导致个体主动性行为

增加或减少, 从而带来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所以, 

本研究还将进一步提出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动态研

究方向, 以明晰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动态影响过程。 

4.1  个体主动性行为利弊效应的静态机制 

4.1.1  从智慧主动性的视角进行静态研究 

个体主动性行为实施存在“必要”与“不必要”

的两面性 , 从而影响个体主动性行为的作用结

果。研究表明, 个体需要对在哪里展示和在哪里

不展示个体主动性行为拥有良好的判断力, 并举

出了负面影响的例子, 如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超

出了职责范围, 克服困难, 帮助客户到达目的地, 

但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Campbell, 2000)。所以, 

个体如若在不需要的工作领域采取主动或者当个

体知识和技能不足时, 高个体主动性行为会带来

相当负面的后果(Frese & Fay, 2001)等。类似的研

究也发现, 组织是否对个体主动性行为做好准备, 

也会影响组织对个体主动性行为是否必要的判

断。Eby 等(2000)提出如果组织或单位还没有为变

革做好准备 , 主动性可能是不必要的 , 此时 , 最

好不要发起变革。Kotter (2009)提出如果变革是必

要的, 那么发起的变革应符合任务和组织战略要

求, 即它必须是“正确的改变”。Parker 等(2019)根

据 智 慧 心 理 学 理 论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wisdom), 提出了智慧主动性(wise proactivity)的

概念, 并进一步认为个体所选择的智慧主动变革

目标应符合组织战略目标及个人的兴趣、专业知

识和个人资源, 同时兼顾考虑他人的目标, 有待

进一步实证研究。 

中国情境下, 组织中个体展现主动性行为的

时机和场合尤为重要。中国人具有相对整体和平

衡的认知取向(Ji et al., 2000), 不太可能采取极端

的观点(Lee, 2000), 并且在遇到相反的想法和解

决冲突时都更倾向于寻求折中方案(Cheung et al., 

2003), 从而使得个体主动性行为的表现方式与西

方更为直接的方式有所不同(胡青 等, 2011)。因

此, 中国情境下组织中个体如何顾及同事和领导

的感受, 并合时宜地展现出主动性行为也有待进

一步研究, 涉及出现频数的多与少、强度的强与

弱、场景的私下与公开、时机的成熟与不成熟、

胜任力的胜任与不胜任等之间的平衡。 

4.1.2  从主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特征的视角进行

静态研究 

通过理论机制的整合框架(如图 1)发现, 观察

者和行为者特征的两面性, 会影响观察者的评价

或者个体和团队绩效等, 也是个体主动性行为产

生利弊结果的内在原因, 未来研究有待进一步实

证检验。具体来讲, 主要涉及主动性行为者与观

察者(领导或同事)互动过程中, “主动性行为者特

征” (如价值观–工作导向与人际导向、情感–积极

与消极、性格–A 与 B 型、对待领导\同事–效忠\

关心与不孝忠\不关心、睡眠–好与坏、意图–利己

与为公)、“观察者特征” (如价值观–工作导向与人

际导向、与行为者关系–亲与疏、对待他人–偏私

与正直、自尊心–强与弱、情感支持–高与低)等, 它

们内在的两面性 , 如何影响“观察者对个体主动

性行为的评价”、“个体后续的态度与行为”及“领

导–成员关系或团队–成员关系”等。 

此外, 还可借鉴 Fiske 等(2002)根据能力–热

情(competence-warmth)理论 , 认为能力与热情的

不同组合, 可能会引起他人不同反应的观点, 进

一步研究行为者内在不同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 , 

如“行为者情感–积极与消极”两面与“行为者性格

–A 型与 B 型”两面的四种组合, 或观察者内在不

同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 如“观察者自尊心–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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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两面与“观察者对待下属–偏私与正直”两面的

四种组合, 如何影响主动性行为的结果。以及借

鉴 Parker 等(2019)提出的员工与领导人格特质的

契合 (personality “fit”)也会影响主动性行为结果

的观点 , 行为者与观察者特征之间的交互作用 , 

如“行为者意图–利己与为公”两面与“观察者对待

行为者–偏私和正直”两面的四种组合, 如何影响

个体主动性行为的结果, 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4.2  个体主动性行为利弊效应的动态机制 

4.2.1  主动性行为自身的动态发展 

研究表明, 个体主动性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单

一的行为 , 而是一个涉及不同阶段的过程(Bindl 

& Parker, 2010), 基于一次观察来判断主动性是

不合适的 , 可能需要对整个目标过程进行观察

(Parker et al., 2010), 且上级领导对个体主动性行

为的认识需要一段时间(Frese & Fay, 2001)。虽然

有个别研究提到, 个体主动性行为涉及预期、规

划和影响行动几个阶段(Grant & Ashford, 2008)。

Frese 和 Fay (2001)将任务的重新定义、信息收集

和预测、计划和执行、监测和反馈确定为个体主

动性行为的关键阶段。但到目前为止, 从这个角

度进行的实证研究很少。因此, 可进一步研究个

体主动性行为自身的前期、中期及后期发展阶段

的不同表现形式及侧重点, 具体涉及前期个体主

动性行为的正向或负向意图如何萌生, 中期如何

恰当或不恰当的实施, 后期如何保持或不保持、

发展或不发展均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4.2.2  主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特征的动态发展 

长期来看, 个体主动性行为可能产生积极影

响, 如发现新的商机, 而短期和中期可能产生消

极影响(e.g., Grant et al., 2009)。因为主动性行为

的员工挑战现状 , 可能被领导解雇 (Peters & 

Waterman, 1982), 被视为对领导管理职责方式的

批评(Burris, 2012)。既然如此, 动态研究个体主动

性行为的长短期影响也有一定意义。本研究认为, 

一方面行为者与观察者“资源消耗”与“资源补充”

的两面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相互转化, 需进一

步研究“个体主动性行为利弊”如何随着资源消耗

和补充的动态改变而改变。另一方面, 虽然许多

组织研究仍然认为成年人的个性是“固定的” (e.g., 

Fugate et al., 2012) 和 “ 不容易改变的 ” (e.g., 

Luthans et al., 2005)。然而, 人格心理学家越来越

认识到, 个性在成年后也具有适度的可塑性(e.g., 

Baltes, 1997; Caspi et al., 2005), 所以, 我们推断

行为者或观察者特征的两面性, 也可能会随时间

的推移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由此, 随着主动性

行为者和观察者资源消耗和补充, 及其两面性特

征的互相转化, 动态分析个体主动性行为利弊结

果具有一定意义, 可作为未来研究方向。 

总之, 本研究整合梳理了主动性行为主客体

特征、情境特征及其利弊的主客观结果。确实, 良

好的行为会带来良好的结果, 不管是对行为者个

体还是对组织、领导和同事。但是, 还存在另外

一个残酷的现实 , 就是个体主动性行为究竟是

“利”的 , 还是“弊”的 , 不仅仅是简单的与个体行

为及其动机的好坏有关, 更多时候要视组织情境

而定, 以及领导或同事的感知与评价而定。因此, 

常常是, 个体立意甚好的行为却往往达不到预期

的目的, 反而事与愿违, 不仅行为者个体得到负

面的评价, 而且会对组织、同事与领导造成负面

影响。这又反过来影响个体的主动性行为。因此, 

对于行为者个体而言, 要善于审时度势智慧地运

用其主动性行为, 对领导或同事而言, 加强彼此

之间的相互沟通至关重要, 对组织而言, 善于营

造激发个体主动性行为的情境, 及时予以适当的

激励与引导, 对保护组织中良好的进取氛围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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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ividual proactive behavior refers to the future-oriented and change-oriented work behavior, 

which is made actively by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 Judging from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1) On the themes of the 

researches, most studies found that individual proactive behavior could bring positive results, while some 

scholars also noticed the cost of individual proactive behavior; (2)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analys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individual proactive behavior on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 situations 

were mainly included; (3)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due 

to individual proactive behavior could find answer in dominance complementarity theory,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ttribution theory. Future researches may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ollowing theories: (1) 

Starting from the types of individual proactive behavior itself, its internal mechanism will be reveale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wise proactivity theory;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sides of 

characteristics of actors or observers of individual proactive behavior, the mechanism behind it will be 

discussed empirically; (3) Dynamic researches will be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proactive behavior. 

Key words: initiative, individual proactive behavio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